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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的巴县是以移民与移民后裔为主的城市。善堂在地方社会中不仅扮演着移民团体自我救济、互相帮助的角色，
同时也是移民团体扩大在地方社会中影响力的有力方式。透过善堂，移民商人找到了进入地方权力网络的路径。本
文通过对清代巴县至善堂的考察，力图揭示出善堂在移民商人与地方社会中的中介作用。同时，也勾勒出善堂在移
民为主体的地方社会中的独特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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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mmigrants，Charity Hall and Local Power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Supreme Charity Hall in Ba County of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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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Ba County was a city mainly composed of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In
the local society，charity halls not only played the function of self relief and mutual aid，but also became one of the
powerful ways which immigration communities expanded their influences． Through charity hall，immigration mer-
chants found an access to entering the local power network．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Supreme Charity Hall in Ba
Count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attempting to reveal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he charity halls between immigration
merchants and local society． This article also outlines the unique operation pattern of charity halls in local societies
dominated by im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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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代以来善会、善堂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史

研究的热点。其关注点，择其要者，有从国家与社会

的关系角度，选择近代这一变革的时期，来看善会、
善堂在近代化过程中内在职能的演变、传承及与近

代市政建立的关系; ［1］592 － 602，［2］50 － 118有通过对乡绅办

理善庄的考察，认为乡绅的目的在于维护地方社会

秩序及自身利益; ［3］还有讨论善会、善堂与其主管

地方士绅之间的关系，考察地方善堂由慈善机构转

变为市镇上的准权力机构的过程，认为善堂在其中

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4］这提供一个让我们理解

清中叶以来善会、善堂与地方精英关系复杂面相的

视角。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善堂与地方精英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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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即地方精英通过办理善堂，进入地方权力网

络的过程。本文以清代重庆由八省客长掌控的至善

堂为例，对这一过程加以探讨。
一、地域社会中的八省客长

八省客长是八省各个会馆的“出省”( 代表之

意) 客长，其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实质上

反映了八省会馆的地位变化。关于八省客长与八省

会馆的关系，光绪二十四年( 1898 ) 八月，八省客长

汤廷玉、童潞贤等人在给县令的一份“禀”文中有较

为详细的说明:

窃思八省客长设自雍正年间渝城遭乱之
后，人民稀少，渐有各省人民来此商贾，日久寄
居，遂有交涉事件，以各省风气不同，致多杆
( 扞) 格。虽有司驾驭，究难洞悉民隐。是以乾
隆年间，各省先后设立会馆，渝城遂为客帮码
头，疏通商情，始有八省会馆首事名目。选派各
省中老成公正、名望素孚之人公举充当，有事□

出，妥为调停，以安商旅。①

上引材料至少说明了四个问题: 一是在清初重

庆地方社会重建过程中，有大量的外省籍商民来到

重庆; 二是八省客长( 八省会馆) 出现的时间，应该

在乾隆初期，因现在《巴县档案》保存资料的限制，

还无法获知八省会馆创办之初的情况; 三是八省客

长之设置源于当时各省商民之间纠纷不断，而地方

官员又难以解决，需要八省客长来进行协助，这也说

明八省客长最初的影响仅在外省籍的商民之间; 四

是八省客长是八省各个会馆的首事，每省一个“出

省”客长，组成八省客长。
关于八省会馆的创建过程，笔者有另文叙述，此

不赘述。［5］一般来说，会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先设

会、募集资金，再买房产、置田产收租这样一个逐渐

实体化的过程。
下面是巴县八省会馆的一个简单情况。

表 1 巴县八省会馆所祀神祗及具体位置表

省别 所祭神祗 庙名 位 置 备 注

湖广 大禹 禹王庙 东水门内黉学街

广东 惠能 南华宫 下黉学街

陕西 关帝 三元庙 朝天门内三元庙 毁于 1949 年“九二火灾”

山西 关帝 关帝庙 都邮街上街

福建 妈祖 天后宫 朝天门内 毁于 1949 年“九二火灾”

浙江 伍员 列圣宫 储奇门内三牌坊西北侧 重庆市食品公司车队

江南 准提 准提庵 东水门内 今重庆市物资局 105 仓库

江西 许真君 万寿宫 陕西街东侧坎下 毁于 1949 年“九二火灾

资料来源:民国《巴县志》卷二《建置·庙宇表》及彭伯通:《重庆的“八省会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巴南区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巴南文史资料》第 13 辑，1996 年。

清代的重庆以大梁子为界分上下半城，下半城

靠近长江边，最主要的商业街有陕西街、白象街、新
丰街，上下都邮街、新街口、县庙街、三牌坊。《重庆

乡土志》称: “大宗商业都集于下半城，上半城不过

零售分销小本贸易及住居宅院而已。”②表 1 所列的

八省各个会馆全都在下半城靠长江沿岸。这从一个

侧面显示了八省会馆与重庆商业之间的紧密联系。
据窦季良的研究，在清代咸同之际，重庆的八省

客长除举办着若干同乡互助的事业之外，还在地方

办理厘金、积谷、保甲、团练、城防、慈善等地方公共

事业，成为地方社区建设的中心。③

咸丰九年( 1858 ) ，云南人李永和、蓝大顺率义

军由川南入四川，全川震动。光绪二十四年( 1898 )

八月，八省客长汤廷玉、童潞贤等人在给县令的一份

禀文中谈及了此事件对八省客长在重庆地方社会中

所起的作用:

自咸丰发匪入川，商民思患预防，经八省绅
商筹议禀明前宪，始设两局厘金，商捐商办。进
关老厘咨部申解，出关新厘留渝就地办公，以供
保甲团练之费，所以厘金保甲各局皆有八省经
手事件。④

八省客长在咸丰以后逐渐掌握了重庆的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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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保甲局的控制权。言外之意，重庆的地方财政中

的大部分收入和主管地方安全的机构的领导权都在

八省客长的手中。同样，光绪十一年巴县的一份札

文中也称，“照得渝城各局公事，向委八省首士经

管，一经承办，责任匪轻”。⑤

与掌控重庆的治安、税收同步，八省客长通过办

理善堂，也进入到了重庆地方社会的救济网络之中。
二、至善堂概述

经过明清之际长达 40 多年的战争破坏，巴县原

有的善堂早已荡然无存。清平定四川后的相当长一

段时间，各类善堂仍未得到恢复。一直到乾隆年间

巴县的各类善堂开始建设起来，虽时有兴废，但兴办

之举却一直传承下来。民国《巴县志》称: “巴县为

通商大埠，陶朱、猗顿时有其人，富而好行其德者，尤

多有之，治城之内，善举迭兴。”⑥

巴县善堂的兴办，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乾隆

年间。乾隆二年( 1737) ，清政府规定:“各州县设立

养济院……令各保甲，将实在孤苦无依者，开明里甲

年貌，取具邻佑保结，呈报州县官。”⑦这是由官方出

资，收 养 孤 苦 无 依 老 人 的 福 利 机 构。乾 隆 三 年

( 1738) ，巴县知县王裕疆创办养济院，该院建于佛

图关后石马槽，院址系民妇张沈氏捐献。经费来源

分两类，一为地丁银内支销，所拨经费收养孤寡老人

92 名; 另为商捐。赡养的老人最初为 33 名，后增加

到 86 名。院内孤贫老人每日给银一分。从经费来

源看，巴县的养济院并非完全按清政府的“制度”办

事，从一开始便有商人的因素在内。
除了官办的善堂外，这一时期，民间力量也开始

兴建善堂，兴办者主要是一些外来移民。如乾隆十

八年( 1753) ，移民汪子玉、樊佑周、李学易等十二人

创立敦义堂，共捐银二千八百多两在朝天观买房收

息，“每 年 约 收 租 银 一 百 四 十 两，以 所 入 购 本 置

棺”⑧。邑人周开丰在《敦义堂施榇碑记》对该堂兴

起的过程及发起者的情况有简单的记载:

夫生有所养，死有所归，此人情之大凡也。
而胳为之掩，骴为之埋，尤仁政之急务。乃人之
困极无告者，其生也已无所养，又安望其死有所
归? 是以好义行仁者，恒怀恻隐，生则有药饵之
施，死即有棺槥之恤。……吾郡地当孔道，人满
堪忧，而其中有所谓困极无告、死无所归者，更
累累不乏。于是两江、秦、楚及吾乡乐善义士某
某等同心翕虑，为施榇之举于朝天观内建敦义
堂，鸩工治器，务求坚整。有羁孤病死者，坊邻
来告，察实便给行之。数年所济多多矣。今复
虞所暨者寡而力薄不能持久也，每人更捐泉布，
力裕者二十缗，次或十五缗、十二三缗，以至四
五缗，不以数拘，各随其量。聚而出贷于人，照
例取息，以备工料。并置市廑一区，防其不
继。⑨

可以看到，敦义堂的发起者主要为江南省、山西

及湖南省的移民，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有

很多移民来川之后，“羁孤病死”而抛尸荒野。从身

份看，敦义堂的发起主要是个人行为。道咸以后，乾

隆年间所办的善堂，无论官办或私营，都因为年久弊

生，“值年舞弊侵蚀”，堂下所属产业消亡殆尽，善业

不举。
道咸以后，巴县的善堂进入到了第二个时期。

此期的善堂创办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较多。笔

者据民国《巴县志》统计，道光以后至光绪中期，至

少兴办体心堂、尊德堂等善堂九所。
表 2 巴县善堂简表

善堂名 发起者 成立时间 岁入( 单位: 元) 岁支( 单位: 元) 地点

体心堂 县人宋国符等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4400 余 4400 余 南纪门内天街

存心堂 县人傅中和等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6000 6000 铜鼓台街

至善堂 绅民雷晋廷等 咸丰九年( 1859) 13000 15000 瓷器街

保节堂 官办，后托至善堂代管 同治五年( 1866)

培善堂 绅商某等 光绪四年( 1878) 租谷七十余石 鹅颈岭

义济堂 绅商 光绪十七年( 1891) 3000 金紫门顺城街

尊德堂 周伯阳等 光绪二十四年( 1898) 2100 余 2100 余 南岸海棠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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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堂名 发起者 成立时间 岁入( 单位: 元) 岁支( 单位: 元) 地点

崇善堂
商民胡宝华，同知袁培

铣( 均为湖北黄州人)
光绪三年( 1877)

善款随募随销，焚献灯

油香 烛 薪 工 食 费 等 项

共钱一百八十钏

金沙坊

普善堂 绅商王钧、雷德庸 1870 年
共 支 发 钱 二 千

四百九十六千
东水坊石门坎

资料来源:民国《巴县志》卷十七《自治·慈善》;《巴县档案》6 － 6 － 6426。

第二个特点是这些善堂主要由商人捐资兴建，

由“人民自行筹措，不受官司挹注而成”⑩。这与清

代重庆繁荣的经济有密切关系。在重庆所有的绅办

善堂中，至善堂的名声最响，实力最为雄厚，“善款

视他堂为多”瑏瑡。
至善堂创立于咸丰九年( 1859) 五月，由八省会

馆创办，最初仅有医馆、义塾，并开展收字纸、捡白

骨、施茶水等慈善活动。初期，由于资金有限，还没

购买相关的地基、房屋，办公场所都是临时租借，

“所设义学、医馆尚属租地”，掩埋弃尸所用的棺板

也是寄放在各庙之中，由寺院代为保管。这些都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至善堂的救济活动。如寄放在寺

庙中的棺板由于照顾不周，雨淋日晒，常有损坏。此

后，至善堂每年都向各商号募化，筹集资金，购买办

公用的房产、埋葬的义地以及用来放佃收租的田产。
至同治四年始建为堂。

由于八省客长拥有较为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

它善堂相比，至善堂的堂产一直处于递增状态。到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至善堂就房产来说在城内已

经有杨柳坊老街、官井巷、南纪坊、南清水溪善庄及

城外南岸崇文场数处。

表 3 至善堂房产形成过程表

时间 过程 堂产价值 用途

同治二年 买杨柳坊曹忠信的房屋一院 银 2250 两 至善堂办公用房

同治四年 首士蒙应志堂将其所买孝里一甲海棠溪田土两块捐给至善堂 义冢用地

同治五年 贡生刘价夫、监生刘树芬各捐地名唐家沱瑏瑢附近的田地一块 义冢用地

同治五年 买丰碑街李沈氏房产一处 银 40 两

同治六年 买官井巷三义和房屋一院 银 1000 两

同治六年 买张九成田产若干 银 3700 两

光绪五年 买官井巷杜吴氏房屋一院 银 920 两

光绪八年 厚磁街李王氏房产一处 银 1600 两

光绪十一年 买白象街朱祥麟房产一处 银 550 两

光绪十二年 买张吉福堂房产一处 银 1000 两

光绪廿三年 买花街子街李双和堂房产一处 银 80 两

光绪廿五年 买药王庙街吴氏房产一处 银 200 两

光绪廿八年 买林森路张成之房产一处 银 1650 两

光绪三十一年 中兴路吴瑞林房产一处 银 440 两

光绪三十三年 买老磁器街四知堂房屋 银 92 两

民国三年 林森路李伯卿房产一处 银 4700 两

民国十年 老街向春舫房产一处 银 2100 两

资料来源:民国《巴县县署》档案 193 － 1 － 1116《至善堂材料汇编》及重庆市档案馆 0064 － 0008 － 01164《重庆市至善堂造
具市区财产目录清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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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为至善堂堂产中有关房产部分，至于

田产部分方面，《重庆市至善堂造具市区财产目录

清册》中也有大量记载，因原始材料并未提供购买

的时间和所花费的银两，此不一一列出。
到同治年间，至善堂已是巴县规模最大的善堂

机构了。同治四年东城京畿道监察御史、吏科给事

中伍辅祥在《至善堂诸善举序》中对该堂的筹办及

规模有 评: “夫 斯 堂 之 创 始 仅 数 年 耳，而 规 模 宏

大。”瑏瑣

同时，同治五年( 1866 ) ，受知县黄朴委托管理

保节堂。保节堂原为官办善堂，因管理不善，经费不

敷使用，交给至善堂代为托管，资产共有 7400 两白

银。光绪九年( 1883) ，为弥补保节堂接济节妇额数

太少的缺陷，添办全节堂，新增受济节妇 53 名。
下面我们来看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左右，至善

堂各首事的个人情况及其与八省客长的关系。
表 4 至善堂各堂首事简表

年签轮管 名 衔 籍贯 名 衔 籍贯

至善堂首事
申迪纯 四品衔 州同 贵州 邵永珍 同知 浙江

朱平祯 四品衔 同知 江南 陈继先 监生 湖北

学堂首事 陈崇功 廪生 巴县 朱蕴章 廪生 巴县

医馆首事 赵学坤 监生 湖北 周泽先 从九 湖北

养瞽首事 罗亨谦 附生 巴县 郭义 监生 巴县

孤孀首事 赵城璧 同知 湖北 申大道 监生 广东

全节堂首事
何士瑞 监生 湖北 吴骏英 廪生 巴县

卢宏政 附贡 巴县 萧鼎光 监生 江西

保节堂首事 黄金海 四品 □职 江西 胡代谦 监生 湖北

资料来源:巴县档案 6 － 6 － 6426 － 19

从表 4 可以看到，至善堂四首事籍贯全为外省

人，申迪纯等人同时也是八省客长，而至善堂所属各

堂，大部分仍由移民及其后裔充任。至善堂一直坚

持民捐民办的原则，首事每年公签轮换。
随着慈善活动的扩展，至善堂自身内部的管理

体系也逐渐完善起来。同治四年( 1865 ) ，川东道道

台恒保在给至善堂首事雷晋廷等人关于立碑存照的

请示中，批示“查该绅等利济为怀，广行善事，并创

建善堂，以为公所，询属可嘉之至，准其如禀立案。
嗣后，该绅等尤当尽心经理，俾各善事有加无已，济

世利民，永垂久远”瑏瑤。至善堂创堂之初，就设立严

格的堂规，以期堂务久远。“善款多，则眉目宜清，

免日久挪移，致混乱也; 堂务繁，则责成宜分，免致彼

此推卸，致废弛也”瑏瑥。
《巴县档案》保留了大量详细的关于该堂进行

规章建设的内容。
关于日常管理，该堂规定，所请看司每天要把堂

内打扫洁净，不准在堂赌博、演戏及容留陌生人入

住，亦不准妇女入内; 其次，该堂每年选举总理一人，

协办三人，管理银钱帐目，及登记造册本年所做善

事; 三，此时堂内无底金，还靠募集来置产生息，所以

各在堂办事之人，不设伙食。同时也要求各首事实

心办理，不得擅专、矫功; 每年春秋两季各请客一次，

感谢各善主的善意。该堂对善款的使用，一般遵循

专款专用，由善主“亲募亲散”，但在特殊情况之下，

可以更改善金的用途，“权为变通移济，不致拘泥偏

枯，名称其实”。瑏瑦

光绪初年，制度建设逐步走入正轨，善堂资金来

源充沛。善堂建设更为完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堂内首事增加到四人，各负其责。一人负

责“支派各务”，并“察核项目”。一人管理银钱，经

收租息。一人执掌契据，经理支发。一人督办各项

善举，稽查全堂事务。四人分头承担，既能免“独力

难支”，也能防止“久专生弊”，互相监督。此四人各

专责成，一年一换。同时，首事每月朔望各集议一

次。
其次，堂内增加董理一人，“兼管襄办各务，觉

查各项善举”，具体负责堂内日常事务。由在堂多

年，熟悉堂内事务的人充当，特别要对药材比较熟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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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内增加管帐、看司、帮办等人员六人。
看司一人职责限于经手各种租息、照管堂内存用器

物并传知单; 帮办一人专职负责香等照料、药材购进

等事; 片药一人负责经理药室。同时，对清水溪善庄

建设也制度化了。该庄办事人员额设七人。其中帐

务一人，负责经理善庄各务，登挂流水帐目并催收租

息; 花匠一人，负责培养善庄花木; 看司一人，经理香

灯照应，并打扫卫生。打杂二人，负责善庄的菜园经

理; 教习一人，火夫一人。
第四，受巴县县令的委托，托管保节堂。保节堂

系巴县“公款善举”，也就是政府拨款兴建起来的，

后因管理不善，善行逐渐荒废，收养的孀妇数目仅

74 名，原有善款也有被侵吞的危险。由至善堂代管

后，保节堂的堂务管理走上正途。光绪十年，巴县地

方政府又将养济院委托至善堂首事管理。
第五，光绪七年( 1881 ) 增办全节堂，收养未满

三十，贫苦无依又愿意守节的节妇。因保节堂经费

有限，孀妇收养数目有限，完全不适应需要，设立全

节堂，增加收养孀妇的名额，人数在 52 名左右。瑏瑧

三、至善堂的善行

作为清代巴县第一大善堂，至善堂的善行经历

了一个逐步扩大、完善的过程。其善行的对象，既有

八省会馆的后裔子孙，也有大量地方普通民众，这让

至善堂逐步具有社区慈善机构的性质。
咸丰九年( 1859 ) ，至善堂刚成立时，订立善事

十三条，规定了该堂善行的运作方向。以救济的对

象不同，笔者分为三大类进行归类说明。瑏瑨

首先，善行的首要对象是八省会馆民众及其后

裔。如设立义学，善堂每年招收会内民众子弟三十

人入学，并给主讲者束脩钱三十四千文。又如对义

地的管理，不许“花葬以紊条规”。至善堂义地由堂

内首士蒙应志堂所买白冤堂田土，该地位于孝□□
甲，土名海棠溪石家嘴内牌坊岗、相子堡二处田土二

段，捐舍入至善堂内，永远作为义冢，平日由佃户照

管。需要在义地埋葬的，不论贫富、远近，先到堂内

区的票号，按序埋葬，不得抢占棺位。瑏瑩

其次，善行的对象虽然包含有八省会馆的后裔，

但来自巴县地方社会的普通民众也是受惠者，救济

对象突破了“省籍”限制。这类善行包括下述几类。
第一，宣扬儒家意识形态。包括“兴崇宣讲”，

每逢朔望，请人宣讲圣谕; 散发善书，将各善士送来

的格言劝善等书转发给一般民众，“随收随送”; 收

捡字纸，每人每月给工食钱一千四百文，按月支发。
第二，医疗救治。包括设立义馆，春夏季节，请

医生两位，秋冬病少，减请一位，坐堂行医; 送施方

药，每年募集方药，发放给“贫苦无力取药者”。
第三，针对特殊人群的救济。包括以下几类:

1． 救育女婴。巴县地方社会中如有贫苦人家女

婴，验明正身后，每月每名给钱五百文，以三月为度，

可送入育婴堂收养。
2．“养瞽目”，也就是收养照料盲人。“天下之

最堪悯者，莫瞽者若也”。至善堂在清水溪专门设

置养瞽院，额定收养盲人五十名，进院的盲人，需要

有人担保。同时，养瞽院聘请老师二人，教盲人一些

简单的维持生活的技能，或“教以醒世之歌词，或教

以推人之算法”，亦即所谓的唱圣谕和算命。为此，

养瞽院将入院的盲人分为两班，格言班和命理班。
格言班三个月一班，命理班八个月一班。学习期满

后，即自谋衣食，不许久住在院。从材料来看，光绪

三十四年，共收养盲人 30 名，从籍贯来看，巴县 6
人，重庆府( 巴县以外) 22 人，四川省( 重庆府以外)

1 人，外省 1 人。1921 年，共收养盲人 29 名，其中籍

贯不名的 6 人，本县 2 人，本府( 除巴县外) 13 人，其

他县 6 人。
3． 冬春之际救济地方社会的穷苦民众。作为长

江上游最大的水码头，巴县的外来穷苦民众众多。
每年秋冬之季在朝天、金紫、临江等地开办粥厂，散

发棉衣，所需经费由八省客长向城内各商募捐。
最后，社区民众也是善行对象，这让至善堂具有

了社区慈善机构的色彩。如施给茶水，每年夏秋季，

在交通要道，设立送水点，免费发送茶水。又如施送

棺板，掩埋无主尸首。至善堂在城内储奇、朝天、华
光、南纪四坊，城外金紫、临江、太平四厢等地设立棺

板施送处，雇人掩埋巴县城区的无主尸首。同治五

年( 1866) ，至善堂还在广阳坝设立收尸处，本着“救

人不救货”的原则，制定救生捡尸规则。规定，船户

自水中捞救活生一人，给钱五百文; 若是在船上救的

( 救人者未下水) ，给钱三百文。但救一人，最多只

给一千五百文，多人分摊。救生时，只许救人，不许

捞物。捞取一具浮尸，给钱一百八十文，抬埋者，每

棺给钱二百六十文。同时，埋葬的尸体要标明年月、
序号，以待尸亲寻认。为了防止弊端，至善堂在船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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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一人充做头目，每年给工资钱二千文，负责监察

实施上述规定。所选之头目，每年更换。
综上所述，至善堂的施善对象已经超越了个人

籍贯，主要以社区救助为主，移民也好，土著也罢，都

在他们的救济范围之内。至善堂已突破了传统的畛

域，将目光转向追求“整个社会和全体市民的利益

与福祉”［6］。这种转向的内在动力，在于掌握至善

堂的八省客长已经处于巴县城区权势网络的核心。
通过多种救济活动，也反过来巩固了八省客长的核

心地位。这是一个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
四、至善堂财务收支

至善堂的收入来源一是堂内原有田房产业的租

息、当商利息。如所代管的保节堂，光绪初年每年的

田地的租谷、房屋的租金大约有一千七百余两; 二是

捐款收入。这笔钱的数量相对来说，更为庞大。相

关数据笔者尚未找到，但以民国十年( 1921 ) 至善堂

的各类善款、善物的会计表反映出来的运行情况，可

知一二。
表 5 1921 年至善堂所收捐款、捐物情况汇总表

名目 施主数量 捐献数量

施药材 188 家药铺 共施济药 29870 副

济药罐 7 家药铺 1336 个

书 2 人次 40 部

棺板 79 家商铺( 或个人) 1425 副

济米 30 家商铺( 或个人) 480． 69 石

棉衣 1 人次 100 件

捐款 63 家商铺( 或个人) 1408700 文

资料来源:民国《巴县县署》档案 193 － 1 － 116《至善堂

材料汇编》。

从表 5 可以看到，至善堂善款收入及捐物来源

比较多元，就拿每年一次的药材、书籍、大米、棉衣、
棺材捐献来说，巴县城内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参与其

中。从这个表中，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
第一是参与捐款、捐物的店铺、商家数量众多。

这反映出晚清至民国时期，至善堂的影响力已经不

仅仅局限于移民商人这一狭隘的群体之中，已成为

巴县甚至重庆救济活动的中心之一。
第二是参与捐款、捐物的药铺、商家或个人所捐

的数量都不是很大，如泰安号捐了茯苓八斤、永兴行

捐米六斗，商家并没有因为捐献而对自己的商业发

展造成多大的困难。
第一点可能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当时的商铺

对善事的参与热情比较高昂，二是至善堂在众多的

商家中有着较为良好的信誉或号召力，当时的重庆

善堂众多，各个善堂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都在向

商家募捐，至善堂能够在其中吸纳比其他善堂多出

几倍、几十倍的善款，显然与它的领导层在地方社会

的人脉有关。换言之，八省客长的支持是至善堂成

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就第二点来说，虽然各家商

铺所捐数量不多，但因为参与捐献的商铺的数量众

多，积少成多，当年总的善款、善物就不少，如这年就

发出济药 29870 副。
至善堂还有一项重要善事是在游民较多的朝天

门码头等地开办粥厂，救济衣食无着的贫民。这项

救济活动始于每年中秋节后，八省会馆值月首事即

按照捐簿向各商铺善士收缴粥厂经费。《巴县档

案》中保留有同治五年巴县善主捐款的名录，兹引

如下。

表 6 同治五年粥厂捐款名录瑐瑠

捐主 款额 捐主 款额

官盐店 每年捐银四百两正 六当 每年共捐银二百两正

三里 各捐银三百两正 城内二十三坊 共捐七百三十两

洪豫章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闽聚福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晋安泰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江安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楚宝善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关允中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宁兴安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广业堂 空

城外十厢 每年共捐银二百两 职员金含章、鲍崇礼 厂费营六百两

资料来源:巴县档案 6 － 5 －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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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6 中，洪豫章、闽聚福、晋安泰、江安、楚宝

善、关允中、宁兴安、广业堂为八省客长成员，金含章

也担任过八省客长。可见，八省客长所出的资金占

了粥厂捐款近一半。善堂的支出情况，编于民国十

年的《至善堂材料汇编》对该堂每月的一个支出情

况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表 7 民国十年至善堂每月支出款项细目表:

名目
数 额

银 钱

小学堂 一十四两二钱 一十六千八百文

蒙学二所 一十四两

医馆 一十四两二钱 八千文

全节堂住堂节

妇及子女
五十八两二钱

散居孀妇 一十两 四十千文

孤老 ——— 三十五千文

瞽目 ——— 四十千文

办事教师夫役 ——— 五十九千文

总共 一百一十两零六钱 一百九十八千八百文

资料来源:民国《巴县县署》档案 193 － 1 － 116《至善堂

材料汇编》

上述款项只是例行的每月要支出的银钱数目，

每年总数大概在银二千六百余两、钱二千四百余千

文左右。同时还有许多临时性的支出，如香灯修理、
祭祀、酒席、添置器具及学堂杂用等的费用支出，每

年大概在五百余两左右。总体来说，每年“岁入租

金息金约一万三千元，岁支约一万五千余元”瑐瑡

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年岁的收支相抵，都会略有

赢余。如光绪十八年( 1892) ，当年就赢余银一百两

零一分，钱七百二十六文。瑐瑢又如宣统元年，代管的

保节堂收支相抵后就余银五十七两五钱六分。瑐瑣

至善堂能够取得良好的运营效果，还有一个很

重要的方面是经理首事的热心负责。当时他们在选

定首事时就要求首董者“尽心协力、公而忘私”。籍

贯湖北的罗学钊瑐瑤曾在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充任过

该堂的首事，该年农历五月十六日，轮他到石桥场负

责办理救济婴儿的事情，当天天气不好，赤日当天，

暑气逼人。家中人都劝他人年老了，经不起这么热

的天气，劝他当天不要去了。他在日记中说: “予办

公以来，未有不到之班，亦未尝怀畏寒畏暑之念。特

将劳动歌词示谕家人。”瑐瑥最终还是上路办公去了。
如同巴县的其他公款一样，这些善款在清财政

困局 的 大 背 景 下，经 常 被 挪 做 他 用。光 绪 八 年

( 1882) ，巴县李知县因公提用保节堂本银七千四百

两，在保节堂首事金德均的屡次要求下，才答应分多

次偿还。光绪三十四年( 1908 ) 十一月十一日，罗学

钊在他的日记中说，九门负( 附) 郭，“沿河两岸，隆

冬之际，贫民饥寒交迫。昔有粥厂，赖此以延残喘者

不少。惜当道将此项提作别款”瑐瑦，表达了他对地方

官员擅自挪用善款的不满。
宫宝利在分析清代后期苏州地区的公所善举活

动时，认为这些善堂的经费主要由同业各商号捐赠

及抽厘。［7］换言之，宫氏认为，苏州地区由行会公所

举办的善堂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各行会公所。而从至

善堂的经费来源看，虽然它的领导层由八省会馆的

首事来担任，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经费来源的多元性。
五、结论

八省会馆是清代重庆地方社会中最为强大的移

民组织，自咸丰以后在地方权力结构中扮演着核心

的作用。但因其“外省籍”的身份，八省会馆在地域

社会中与本地士绅粮民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地方士

绅往往指责八省客商不为地方社会的安危和发展负

责，而只顾自己赚钱。瑐瑧为了回击本地士绅的指责，

同时也为了八省会馆内部的自我救济，彰显其服务

同乡的责任，由八省会馆创办的至善堂走上了历史

的前台。
至善堂起到了扮演八省客商与地方社会的中介

作用。其经费主要来自最初八省会馆捐款所购置的

田产、地产的租金收入，其救济、资助的范围则已超

越了移民的团体，包括巴县各省籍在内的民众，从而

成为社区救助的中心。这一资助与受助群体分离的

现象反映了八省会馆试图通过至善堂进入社区权力

网络内部的努力。到晚清时期，至善堂的资金来源

包括越来越多的本地店铺、民众，说明至善堂的管理

和善行已得到社区民众的认可，也反映了至善堂的

影响力已逐步从移民群体转向整个巴县，从而进入

到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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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6 － 6 － 4611。此后凡是这种格式的注，均出自清代巴县档案，该档案现藏于四川省档案馆。按照四川省档案馆对巴县档案的整理归类，第

一个 6 为巴县档案的代码，第二个 6 为光绪朝的代码，其他朝代，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朝编为 1，嘉庆朝为 2，道光朝为 3，咸丰朝为 4，5

为同治朝。第三个数据是具体的案卷号，如 147 号就是咸丰朝的 147 卷。第四个数据是案卷里面的页码号，此数据为档案工作人员自编

的，有些卷宗较少的，工作人员就未编页码。笔者在引用过程中针对此一部分，也未具体写出页码，但这并不影响有兴趣的读者日后据此

查阅原始档案。

② 《重庆乡土志》( 稿本) ，全书无页码，无著者，大约成书在民国七年后，藏于重庆市图书馆。

③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 1943 年，第 17 页。

④ 6 － 6 － 4611。

⑤ 6 － 6 － 527。

⑥ 民国《巴县志》《卷十七自治·慈善》，页二下。

⑦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九《户部·恤孤贫》，页一下，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商务印书馆刻本。

⑧ 乾隆《巴县志》卷二《建置·恤典》，页十五上—十五下。

⑨ 乾隆《巴县志》卷十一《艺文志·记》，页三十五上下。

⑩ 民国《巴县志》卷十七《自治·慈善》，页一下。

瑏瑡 民国《巴县县署》档案 193 － 1 － 1116《至善堂材料汇编》，页二十五上。

瑏瑢 唐家沱位于朝天门下游，因为长江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回水，漂流物在这里聚集，每天都有来自上游的动物尸体，包括人尸在这里汇集。就

现在来说，每天仍然平均有一两具尸体在这里打捞上岸。政府在这里设置多支浮尸打捞队。见《重庆晚报》2005 年 8 月 11 日第 13 版、11

月 17 日 5 版。

瑏瑣 民国《巴县县署》档案 193 － 1 － 116《至善堂材料汇编》，页七上，“伍辅祥序”。

瑏瑤 民国《巴县县署》档案 193 － 1 － 116《至善堂材料汇编》，页九下。

瑏瑥 民国《巴县县署》档案 193 － 1 － 116《至善堂材料汇编》，页二十五下。

瑏瑦 民国《巴县县署》档案 193 － 1 － 116《至善堂材料汇编》。

瑏瑧 6 － 6 － 6426 － 7。

瑏瑨 6 － 5 － 417 － 4，亦见民国《巴县县署》档案 193 － 1 － 116《至善堂材料汇编》。

瑏瑩 6 － 5 － 417 － 3。

瑐瑠 6 － 5 － 1264。

瑐瑡 民国《巴县志》卷十七《自治·慈善》

瑐瑢 6 － 6 － 6507 － 17。

瑐瑣 6 － 7 － 1726。

瑐瑤 罗学钊，字绍康，湖北人，随父贸迁重庆，遂定居于巴县。“以商业致温饱，而性好施”，先后督修巴县境内白节场大桥，办理粥厂、义学等善

事。见民国《巴县志》卷十《人物列传·孝义》，页二十二上—下。

瑐瑥 《退思轩全集》上卷，页十四下，民国十九年罗氏排印本，重庆中西书局代印。

瑐瑦 《退思轩全集》上卷，页二十一下，民国十九年罗氏排印本，重庆中西书局代印。

瑐瑧 对八省客长与本地士绅的关系的考察，可参考拙文:《重庆教案与八省客长: 一个区域史的视角》，《社会科学研究》2007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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